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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仰韶考古发现与研究简议 

戴向明 

（中国国家博物馆） 

 

中国百年考古始自仰韶遗址的发掘。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史上

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，由此开启的中国史前考古至今也走过了百

年历程。简要梳理仰韶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，可以反映中国考古学，

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在不同时期研究取向，研究内容、方法和观念

等方面的变化。 

 

一 

1921 年受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，主持发掘了河

南渑池仰韶村遗址，其后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，这在后来被视为中国

考古学的开端。仰韶遗址的发掘不仅开启了中国考古学，而且向世界

证明中国有发达的史前文化。但安氏只是对考古有浓厚兴趣的地质学

家，他没有掌握系统专门的考古学知识，因此当时的发掘不可能体现

出考古地层学，在其后的整理分析中也不可能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。

受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，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，

他不久之后到甘肃发掘马家窑、半山、马厂和齐家等遗址，也是为了

证明中国彩陶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 1。安特生的局限性跟他的专业背

景、时代背景都有直接关系。然而，他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仍是有积极

意义的，他通过实践将源于西方的考古学引入到中国，使之成为一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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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兴的学科，而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金石学。这门新学科又恰逢其

时地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思潮相合拍，自诞生之日起就担当起了

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使命。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，有多位中国年轻学子

负笈海外，到英美等西方国家学习考古，从 1920 年代后期开始陆续

返国，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先行者和开创者。 

在这群为数不多的人中，首先就要提到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

李济先生。1926 年，学成回国的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

2。选择此地发掘，除了当时一些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，另外一个很重

要的原因，大概是这里有与仰韶遗址一样的彩陶，李济想自己亲手挖

出、亲自研究彩陶所代表的中国史前文化，追寻其来龙去脉。作为一

个矢志要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找出源头的有家国情怀的学者，显然

他和许多同辈学者一样，对中国文化西来说充满疑虑而力图有所突破。

但李济在美国学的专业是人类学，似乎没有受过专门的田野考古训练，

所以他也没有掌握科学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。 

被视为中国考古学两个轮子的地层学（又被称为层位学）和类型

学（也被称为标型学）的发展成熟，是到 1930 和 1940 年代由另两位

考古学家完成的。地层学成熟的标志是梁思永发掘“后岗三叠层”3，

梁先生赴美留学是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，应该有更好的考

古学基础和理论方面的素养。类型学的成熟则是始于苏秉琦对宝鸡斗

鸡台“瓦鬲”的研究，彼时虽有瑞典学者蒙特留斯的《先史考古学方

法论》译介到国内，但苏先生似乎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而建立起一套

类型学方法的 4。这样，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不久，中国学者就在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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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掌握了考古学所倚赖的两大方法，并使之适合于本土的发掘和资料

的整理分析，为战后学科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

1937 年抗战爆发前，国内有影响、成规模的考古活动主要是由中

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两家机构完成的，再有就是地质调查所

对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。从人才培养、队伍建设和积累

起一套田野发掘方法与技术等角度来看，以中研院在殷墟长达十年的

发掘与研究最富成效，因此那时的殷墟考古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，

是名副其实的。1930 年代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

崖遗址的发掘，确认了龙山文化，并由此引发出了梁思永、尹达（刘

耀）等学者有关仰韶和龙山的年代与文化关系等方面的讨论 5。此外

值得一提的还有 1940 年代夏鼐先生通过在甘肃的田野工作，订正了

仰韶（马家窑文化）与齐家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 6。 

从抗战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，受连年战乱干扰，10 余年间缺乏

大规模系统的考古工作。因此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后的最初 30 年里，

有关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与研究主要限于仰韶、西阴村等少数遗址。

在此期间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按照严文明先生的认识，殷墟的发掘和研

究已经体现出了聚落考古的理念，并开始致力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

7。这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形成初期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。 

 

二 

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俱兴，考古学也很快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，

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、重要工作也是接踵而至。1950 年代开始随着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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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设置、队伍建设的重新起步，做了许多考古调查，发掘了一些重要

遗址。在仰韶文化方面，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和

研究 8。当时受苏联影响，为探讨氏族社会发展状况，对半坡遗址进

行了大规模揭露，以现在眼光看，也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最早

的聚落考古实践。但限于当时的发掘和认识水平，从发掘到资料的整

理分析都存在不少失误，特别是没有理清年代学的基础。其后庙底沟

遗址的发掘有很大的提高，但材料的报道仍很简略 9。这两个遗址的

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，此后有关两个遗址的

分期、类型的分期和两者的年代关系成为相当长时间里新石器时代考

古探讨的前沿问题。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，这个时期重要的发现还

有 1950 年代末发掘的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，后来由张忠培先生

最终整理完成的发掘与研究报告，为通过墓地分析来研究社会组织结

构树立了一个典范 10。 

到 1960 年代，随着遗址发掘的不断增多，有关仰韶文化类型和

分期问题得到广泛讨论。“文革”期间考古工作一度陷于停顿，到 1970

年代以后逐渐恢复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近

乎完整的揭露，这在以探讨文化类型、分期和年代关系为主要内容的

时代，再次显现了中国考古学从早期就有的、通过大规模聚落考古来

全方位研究古代社会的传统 11。此外，六、七十年代另一个值得关注

的研究领域，就是围绕已经发现的仰韶、大汶口文化一些墓葬资料来

探讨社会制度，特别是母系与父系、母权与父权的问题，不过在当时

政治气候影响下，这方面的讨论大多有“以论套史”的教条倾向；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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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方面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对社会问题的持久关注，正是基于

这一点也才会有对姜寨仰韶聚落的大规模发掘。最近张弛先生撰文指

出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“文化史”与“社会史”两种研究取

向，可谓切中肯綮 12。 

然而，无论如何，不管是受有限材料制约，还是考古学天然需要

先有一个完善的时空框架，抑或学界整体认知的阶段性，从 1950 年

代到 1980 年代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不断获取

新发现和新材料，不断完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架构和谱系关系，多数

人仍然主要致力于“文化史”的重建。正因如此，七十年代后期到八

十年代初，在总结上述工作成果基础上，苏秉琦先生逐渐形成并完善

了他的区系类型学说 13，并成为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新石器时

代考古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研究内容，此研究脉络至今仍余绪未断。 

“文革”结束后的 1980 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、各种思潮混杂碰

撞、新思想与旧传统交错并行的时代。反映到中国考古学、特别是新

石器时代考古身上，突出表现有如下几点：一是前述区系类型思想指

导下的广泛实践，各主要文化区及其文化发展序列得以初步建立并逐

步完善。二是以严文明先生对姜寨仰韶早期聚落研究和随后集大成的

仰韶聚落与墓地研究为代表 14，将中国的聚落考古提升到了一个高峰，

且与世界上任何实际的聚落考古研究案例相比都毫不逊色，并为此后

中国的聚落与社会考古研究创建了经典范式。三是从美欧传入的过程

与后过程考古学新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界，特别是当时的年轻学人产生

了强烈冲击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。篇幅所限，这里不展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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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。 

 

三 

到 1990 年代，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，最

引人注目的就是聚落考古理念及实践的悄然兴起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

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。此后的聚落考古，既有本土总结的经验与路

径，也有国外传入的一些新观念、新方法，包括张光直先生的讲座和

随后出版的著作 15，以及对西方区域系统调查的介绍和中外学者在此

方面的合作所带来的影响。 

从半坡到姜寨，以及诸如元君庙、北首岭、横阵、史家等墓地，

皆集中于陕西关中的半坡类型，这些重要的发现为仰韶早期聚落与社

会的研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资料，而其学术价值也生逢其时地被一些

卓越的学者所阐释，成就了中国早期聚落与社会考古研究的经典。到

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发掘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16，又展示了仰

韶晚期惊人的聚落内涵和发展水平，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从仰韶早期到

晚期社会结构的变化。但当时有关仰韶中期聚落的资料还比较欠缺。

这种缺憾从 19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以来得到一定的弥补，这首先得

益于在河南灵宝铸鼎塬的考古调查 17和西坡遗址的发掘 18，中外合作

在伊洛盆地开展的考古调查 19，以及我们在晋南运城盆地实施的区域

系统调查 20，这些工作成果也都是通过践行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取

得的。最近巩义双槐树等大型环壕聚落的揭示，又为研究中原腹地仰

韶晚期社会发展状况填补了重要的新资料。凭藉这些接连不断的考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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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现和几代学者的努力探讨，学界对仰韶文化及其社会演变的认识

也日益充实和丰满起来。 

中国考古学在短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这个看

似冷门的、小众的学科，却在各个时期都吸引了一些一流的大脑投入

其中，使之在各阶段都显示出了很高的水准，在中国人文学科中独树

一帜，长盛不衰。这其中隐含的奥妙是发人深省的。值此中国考古百

年纪念之日，我们追忆以往几代学人筚路蓝缕的不懈探索，也期待来

日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辉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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